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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公共服务供给的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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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中国 天津 300071） 

【摘 要】：利用熵值法测度了 2007—2019 年我国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并借助 Dagum 基尼系数分解法、动

态空间收敛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探究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时空分布、收敛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样

本期内，我国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基本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而五大城市群间表现为非均衡特征。(2)从区域差异

来看，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存在明显的地区间差距，但城市群内部差异不大。(3)从收敛特征来看，我国城市公共

服务供给水平呈现显著的β收敛特征，加入影响因素后，收敛速度增加。(4)政府治理效率、地方政府竞争、数字

普惠金融、人口规模和地方财政自给率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公共服务供给，其中数字普惠金融和人口规模还存在显著

的空间溢出效应。 

【关键词】：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城市群 动态空间收敛性 空间杜宾模型 数字普惠金融 人口规模 

【中图分类号】：F71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462（2022）06-0103-10 

改革开放 40多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20 年 GDP 达到 1013567 亿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

均 GDP 也再次迈入 1万美元大关。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社会主要矛盾也随之发生变化。“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

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提高地区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

既是满足居民美好生活需求，也是实现地区充分发展的应有之义。因此，系统探究我国目前地区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时空格局及

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不仅如此，对公共服务时空格局分异现象的系统分析有助于理解第二自然在推动地区经济增

长中的作用，并解释地区间增长差异问题。这是因为公共服务的地区差异会造成要素的空间流动以及集聚[1,2]，而集聚经济又是

解释地区增长收敛或发散的重要学理机制。这不仅使学界将目光聚焦到公共服务供给相关问题的研究上来[3,4,5]，同时也是本文研

究理论意义之所在。 

已有研究表明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对促进经济发展和居民幸福感具有积极作用[6,7,8,9,10]，但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

典型的二元经济特征，面临城乡和地区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11]，与之相伴的公共服务供给也存在不均等问题[12]，而实现公共

服务供给均等化又是实现地区高质量发展和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的重要途径[13,14]。为此，“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创新公共

服务提供方式和完善公共服务政策保障体系，加快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短板，提升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水平以及实现基本公共服

务的均等化。 

相比以往研究，本文的研究内容存在如下可能的贡献：①研究主体。前期诸多研究集中在宏观或省级层面[12,15,16]或城乡层面
[17,18]

，城市层面相对较少，城市群层面更是鲜有涉及。区域协同创新发展背景下，以我国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在探究其公共服务

供给水平差异性来源的基础上，对我国公共服务发展水平的时空格局及其收敛性进行讨论尤为必要。②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建

立、空间收敛性和影响因素分析。前期研究更多讨论单一公共服务要素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比如，公共卫生[19]、交通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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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2,23]，尽管也有部分文献就公共服务供给及其均等化进行了测度和分析[24,25]，但缺少必要的收敛性及其影响因素讨论。基于

此，本文主要以2007—2019 年我国 280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合理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综合运用Da⁃gum 基

尼系数分解法、动态空间收敛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探究我国城市间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时空分异、动态收敛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以期为进一步健全国家公共服务供给制度提供经验证据。 

1 文献综述 

前期有关公共服务供给与经济活动相关的文献已经十分丰富。就理论层面而言，公共服务供给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主要

源自集聚经济。公共服务供给数量和质量可以看作是城市的优势特征，会吸引家庭以及企业在空间上的集聚，进而通过循环累积

过程影响经济增长。部分文献已经从交通基础设施影响市场准入、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专业化分工以及生产率等角度做了细致

的讨论[22,23,26,27,28,29,30,31,32]。 

鉴于公共服务供给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文献开始就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效率以及均等化进行测度评价，并试

图探寻相关影响因素。有关测度方面代表性的文献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①公共服务水平方面。韩峰等通过构建包含教育、

医疗卫生、能源资源基础设施、交通运输和环境保护的公共服务供给指标体系，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评估了各地级市的公共服务

供给水平[5]。李华等扩充了指标体系，并运用 Dagum 基尼系数分解法和 Kernel 密度估计方法测度分析了我国地区基本公共服务

供给的差异性来源[16]。还有部分学者采用综合赋权法[25]来测度评估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尽管在指标体系和测度方法上存在不同，

但得出的基本结论相似，即我国地区间存在明显的公共服务水平不平等问题。②公共服务供给效率方面。王郁等运用超效率SBM

方向性距离函数测度公共服务供给效率[33]。储德银等则变更了指标体系，运用 ML 生产率指数法测度公共服务供给效率[4]。另外

也有学者运用三阶段 DEA 测度公共服务供给效率[34]。③公共服务供给均等化方面。龚锋等以泰尔指数为基础，从义务教育和医疗

卫生两个方面，评估了地方公共服务供给的均等化程度
[35]
；尹向飞则从财政支出及其效率不均等的角度探究基本公共服务不均

等的来源[36]；另外，也有文献采用计量设定和二次指派程序（QAP）法探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13]。近期有部分文献在测算城乡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均等化的基础上，探究了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均等化的差异性来源及其空间收敛性问题[37]。 

除了相关测度，也有文献将目光转移到影响因素之上。王郁等以京津冀地区为例，认为影响公共服务供给最为直接的因素是

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33]。为此，部分文献就中国式财政分权对公共服务供给及其效率影响做了经验上的讨论[4,38]。因为财政分权

直接影响到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以及在公共服务上的绝对支出水平[39]。除财政分权外，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同样不容忽视，其

不仅决定着公共服务的支出结构，也决定着支出效率。与此同时，在数字时代下，信息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广泛使用推动着全社

会的数字化转型，催生了新一轮的政府和社会治理变革[40]。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通过影响财政收入来实现地方财政的可持续性[41]，

进而影响到公共服务供给。不仅如此，数字经济赋能还能通过数字技术服务化、公共服务数字化和数字赋能效应化直接推动公共

服务高质量发展[42]，但也不能忽视因地区发展不平衡带来的“数字鸿沟”问题[43]。 

综上所述，前期关于公共服务供给与经济增长理论及其测算方法的研究为本文继续探究我国城市层面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

时空分异、动态空间收敛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奠定了坚实基础。鉴于此，本文在利用我国地级市数据探究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区域

差异来源及其空间收敛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地区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因素。 

2 我国公共服务供给的时空格局及其区域差异来源 

2.1 我国公共服务供给的时空格局 

2.1.1 我国公共服务供给的总体发展水平 

本文主要从公共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公共设施与生态保护五个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1，运用熵值法测度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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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供给水平。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呈现以下特征：①从全国层面来看，2007—2019 年我国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基本呈现

逐年增长的趋势，年均增长率为 2.37%，但仍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②就五大城市群层面而言 2，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

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也基本表现为波动上升的态势，其中珠三角城市群位居首位，京津冀城市群次之，长三

角、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分别位列第三、第四和第五位。③就五大城市群的年均增长率而言，年均增长率最高的城市群为成渝

城市群，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的年均增长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综上所述，我国整体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呈现逐年增长的趋

势，而五大城市群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呈现一定的差异性，表现为非均衡特征。22.1.2 我国五大城市群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空间

分布特征 

考虑到五大城市群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限于篇幅，本文主要以 2007 和 2019 年为时间截面，运用 ArcGIS

软件绘制我国五大城市群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状态图，以探究其空间分布特征（图 1～图 5）。 

从其空间分布来看，京津冀城市群多呈现出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东部城市、石家庄、唐山具有较高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2007—2019年京津冀城市群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基本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且北京市是京津冀城市群 13个城市中公共服务供给水

平最高的城市；京津冀城市群中有 92.31%的城市处于 0.201～0.300 的区间内，相比于 2007年均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趋势。 

从长三角城市群的空间分布特征来看，以上海—杭州—合肥为中心的附近城市均具有较高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基本呈现

出“核心—边缘”式的空间分布特征。与 2007 年相比，长三角城市群有 20个城市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处于 0.201～0.300的区

间范围内，占城市群总体的 76.92%，嘉兴、南京、无锡、上海、苏州和杭州 6个城市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处于 0.301～0.400 的

区间范围内，整体来看长三角城市群呈现出以上海—南京为中心的“核心—边缘”式的空间分布特征。 

截至 2019 年，珠三角城市群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排名前三名的城市分别为东莞市、深圳市和珠海市。从增长率的角度来看，

2007—2019 年增长率排名前三位的城市分别为惠州市、江门市和佛山市。从珠三角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空间分布来看，以东莞

和深圳为核心，外围城市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逐渐降低，即公共服务供给水平高的城市被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低的城市包围，呈现

出以东莞—深圳为中心的“核心—边缘”式空间分布格局。 

 

图 1京津冀城市群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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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长三角城市群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空间分布 

 

图 3珠三角城市群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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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长江中游城市群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空间分布 

 

图 5成渝城市群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空间分布 

由图 4可知，与 2007 年相比，2019 年仅黄冈市处于 0.101～0.200 的区间范围内，荆州等 25 个城市处于 0.201～0.300 的

区间范围内，武汉和长沙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最高，分别为 0.322 和 0.319;2007—2019 年增长率排名前三的城市分别为咸宁、

孝感和衡阳，排名后三位的城市分别为黄冈、鄂州和鹰潭。从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空间分布来看，2019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城

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较为平均，有 89.29%的城市处于 0.201～0.300 的区间范围内。 

从成渝城市群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空间分布来看，以成都为核心，外围城市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逐渐降低，呈现出以重庆为

中心的“核心—边缘”式空间分布格局，成渝城市群中 87.5%的城市处于 0.201～0.300 的区间范围内。总体来看，2019年成渝

城市群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标准差为 0.028，这意味着成渝城市群内各城市间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差距不大。 

此外，本文还运用耦合协调模型测度我国公共服务供需的耦合协调程度，研究结果表明2007—2019 年我国 280个城市公共

服务供需耦合协调度随时间呈现稳定增长的状态，但公共服务供需系统的耦合协调度仍处于轻度失调阶段，供需耦合协调发展

水平相对较低，未来可在提高公共服务供需水平的基础上，不断改善我国公共服务供需协调发展水平 3。 

2.2 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区域差异来源分析 

2.2.1 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总体区域差异分析 

本文利用 Dagum[44]提出的基尼系数分解法对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区域差异进行分解，在实际分解过程中，主要聚焦于位

于东部沿海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以及位于中西部内陆的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之所以选择这五大城市群是因为

2019 年我国 GDP 为 990865.1 亿元，五大城市群 GDP 占全国的 59.46%，在我国经济发展方面占据重要地位，而公共服务供给也

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由此可知，考察期内我国五大城市群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总体基尼系数整体呈现出波动下降的态

势。从各部分差异对总体基尼系数的贡献度来看，我国五大城市群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区域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在于区间净值差

异，但城市群内部差异不大，这也导致了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区间非均衡发展。 

2.2.2 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区域差异分析 

2007—2019我国五大城市群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基尼系数均值由大到小依次为珠三角、长三角、成渝、长江中游和京津冀，

这意味着珠三角城市群内部各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差异最大，而京津冀城市群内部各地级市间的内部差异最小。从五大城



 

 6 

市群的整体变动趋势来看，京津冀城市群呈现“降低—上升—降低”的波动发展趋势；长三角城市群总体表现为“下降—上升”

的波动态势；珠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除个别年份略有上升外，整体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 

2.2.3 五大城市群区域间差异分析 

2007—2019年我国五大城市群区域间的基尼系数结果。由此可知，2007—2019年长三角与京津冀、长江中游与长三角城市

群间的差异整体呈现“下降—上升”的趋势；珠三角与京津冀、长江中游与珠三角城市群间的差异表现为“下降—上升—下降”

的态势；珠三角与长三角、成渝与长江中游区域间的差异整体呈现出“上升—下降”的波动变动趋势；长江中游与京津冀、成渝

与珠三角城市群间基尼系数表现为波动下降的态势；成渝与京津冀、成渝与长三角城市群间的基尼系数基本呈现“上升—下降

—上升”的波动趋势。整体来看，各区域间的差异基本表现为下降的趋势，这意味着我国五大城市群间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差异基

本呈现逐年下降的态势。 

3 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动态空间收敛性与影响因素 

3.1 计量模型构建 

为考察我国 280 个城市及其五大城市群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演变趋势，本文采用β收敛验证其收敛性。β收敛可具体划分

为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其中绝对β收敛是指不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低的经济区与高公共服务供

给水平的经济区相比具有较高的增长率，随时间推移各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最终会收敛到同一水平；条件β收敛是指在多种

因素的影响下，我国各城市间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也会呈现收敛趋势。同时考虑到各城市公共服务公共水平可能存在空间相关性，

本文以空间计量模型考察绝对β收敛，具体计量模型如下所示： 

 

式中：gPubsit为 t 时期 i 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增长率；Pubsit-1为 t-1 时期 i 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β 为收敛系数；

ρ为空间滞后系数；μi和ηt分别代表地区和时间效应；εit为扰动项的空间误差；W为以人均 GDP计算的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

阵的标准化值。 

在上述绝对 β 收敛的基础上，将其他因素的影响纳入计量模型，以探究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条件 β 收敛，具体计量

模型如下： 

 

式中：Xit代表控制变量合集，具体包括：城市经济发展水平（Economy）以人均GDP 的对数化衡量；科技水平（Tech），以科

技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衡量；教育水平（Edu）由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测度；人口密度（Density）。 

为进一步探究影响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因素及其效果，构建如下空间计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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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ubsit为 t时期 i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Zit代表影响因素变量合集。 

根据已有研究表明我国公共服务供给受地方财政能力、人口密度、金融生态环境等因素的影响[45,46]，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

本文最终选取政府治理效率、地方政府竞争、数字普惠金融、人口规模和地方财政自给率 5个指标，探究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的影响因素，影响因素变量的具体说明如下：①政府治理效率（Gov），以“1-（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衡量[47]；②

地方政府竞争（Compe），选取人均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作为地方政府竞争的代理变量[48]；③数字普惠金融（Fin），采用北京

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课题组编制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20）》，具体可参考郭峰等
[49]
的测度方法；④人口规

模（Popu），以年末总人口数的对数值来衡量人口规模；⑤地方财政自给率（Finan），采用地级市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衡量[39]。 

以上相关变量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部分年份缺失采用均值补齐。限于篇幅文中未报告相

关统计特征。 

3.2 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动态空间收敛性 

3.2.1 绝对β收敛分析 

根据计量方程式（1），报告了 2007—2019 年我国各城市整体及其东、中西部城市的绝对 β 收敛检验结果，由实证结果可

知，我国280 个城市整体以及东、中部城市的β系数均显著为负，这意味着我国不同区域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均存在显著的绝

对 β 收敛特征。从收敛速度角度来看，中西部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收敛速度最快，东部城市的收敛速度低于中西部城市。 

3.2.2 条件β收敛分析 

根据计量方程式（2），报告了2007—2019 年我国各城市整体及其东部、中西部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条件β收敛结果。

（1)～(4）序列可知，依次加入经济发展水平、科技水平、教育水平以及人口密度后，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条件收敛系数β始

终为负，且通过 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这可在一定程度上证明结果的稳健性，也进一步表明考虑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2007—

2019 年我国 280个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存在向稳态水平收敛的特征。 

第（5）、（6）列为我国东部和中西部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条件β收敛结果，条件收敛系数β显著为负，说明我国东部

和中西部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仍呈现收敛的特征，但其收敛速度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中西部城市的收敛速度高于东部城市，这

与预期结论一致。 

与上文绝对 β 收敛系数的绝对值相比，我国 280 个城市及其东、中西部城市的条件 β 收敛系数绝对值更大，说明将其他

影响因素纳入条件β收敛模型，2007—2019 年我国 280个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整体收敛速度变快。 

3.3 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计量方程式（3），在回归之前分别进行了空间相关性检验以及 Wald 和 LR 检验 4。根据检验结果选择空间杜宾的固定效

应模型作为最终回归模型。考虑到 SDM 模型的回归系数并不能直接反映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间的影响程度，进一步将 SDM 模

型的空间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 



 

 8 

政府治理效率对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而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政府治理效

率的提升可显著促进我国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这与贾宁等[50]的观点一致，即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是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

要动力，有利于改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供给质量，进而提高城市宜居水平。 

地方政府竞争的直接效应和总效应均显著为正，其间接效应为负，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地方政府竞争对我国公共服务

供给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邻近地区地方政府竞争的提升虽会降低本地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但其作用效应并不明显。

一般而言，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主要体现在对外商投资的竞争，而各级地方政府通常会通过改善本地公共基础设施质量，以吸引外

资流入[51]，这有利于提升本地区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而地方官员晋升机制的存在，使其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明显。 

数字普惠金融的直接效应系数显著为正，即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其原因主要

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条件、促进技术进步等路径形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可持续发展

条件[52]，为各地方政府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提供经济支持；另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便捷性、低成本等特征的存在，不仅能提高居民

参保意愿，也能提升社保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和运营效率，这均有利于提高社会保障水平[53]。其间接和总效应系数显著为负，说

明邻近城市数字普惠金融的提升会降低本城市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人口规模对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的系数均为负，且通过 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

本城市人口规模的提升会降低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而邻近城市人口规模的提升也会导致本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的降低。 

地方财政自给率对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直接效应和总效应系数显著为正，而间接效应系数为负，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说明地方财政自给率的提升可显著促进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升，而邻近城市财政自给率的提升对本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

平并无明显作用。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在构建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以 2007—2019 年我国 280 个城市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运用熵值法、

Dagum 基尼系数分解法、动态空间收敛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探究 2007—2019 年我国 280 个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时空演变特

征及其影响因素。得出以下主要结论：①2007—2019 年我国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基本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但仍存在较大的

发展空间；且五大城市群间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表现为非均衡特征。②考察期内，我国公共服务供给区域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

在于区间净值差异，且各城市群内区域差异和城市群间的差异基本表现为逐年下降的趋势。③从收敛特征来看，我国城市公共服

务供给水平呈现显著的β收敛特征；将其他影响因素纳入条件β收敛模型，其整体收敛速度变快。④政府治理效率、地方政府

竞争、数字普惠金融和地方财政自给率均可显著促进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升，人口规模则会降低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而邻

近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和人口规模的提升会降低本城市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根据本文研究结论，得出的启示在于：一是提高地区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考虑到目前我国各城市整体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不

高，各地区可根据自身发展情况，制定适合本地区发展的公共服务供给政策，为提升地区公共服务供给质量提供政策支撑；另一

方面，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等的提升可加快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收敛速度，各城市可从经济、教育等方面着手，培植地

区发展优势，进而推动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提升。二是均衡地区公共服务供给发展水平。由于我国公共服务供给区域总体差异的主

要来源在于区间净值差异，基于这一事实，我国可在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均等化的同时，根据各地区实际发展情况，给予差异

性的政策倾斜，以期借助自身资源禀赋优势，逐步缩小区域间差异。三是充分发挥地区空间溢出效应。根据动态空间收敛模型可

知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关联性，我国各城市可通过加强地区间的空间联系，充分发挥其空间溢出

效应对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正向促进效应。四是从影响因素角度着手，提升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政府治理效率、地方政

府竞争、数字普惠金融和地方财政自给率的提升可显著促进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高，各城市可从地方财政能力、治理效率、金

融环境等方面着手，培植地区发展优势，进而推动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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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具体包括普通小学师生比、普通中学师生比、每万人普通中小学学校数、教育支出占比、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每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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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保险参保人数、每万人失业保险参保人数、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人均城市道路面积、人均供水量、人均用电量、人均电信业

务量、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和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20个指标。 

2城市群的划分参见“十三五”规划纲要、《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 

3限于篇幅未报告具体结果，感兴趣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4限于篇幅未报告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